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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的历史逻辑、制度诉求与行动

路向

□  伍　醒　顾建民

 

 

摘要:  “课程思政”突出了课程建构精神的育人内涵，提出了

“以德为先”的课程价值论以及“立德”“求知”相统一的课程

发展观，是课程理论对“立德树人”理念的具体阐释。从比较

的视野看，西方知识道德论的厚重传统开辟了“学以进德”的

逻辑理路，彰显了课程知识道德与价值意义的历史逻辑。我国

高校实施“课程思政”，旨在推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

施、课程评价的制度改进，完善“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

在行动层面，“课程思政”须将课堂作为主要场所，倚重师生作

为改革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引导教师转换教学思维，引导学生

进行深度学习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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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源自上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综合

改革的实践。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海高

校自2014年以来在通识教育中开设“中国系列”课

程，由名师大家主讲国家建设发展成就，在课堂教

学中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思政正是由此

升华的课程理念。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后，

教育部制定《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又称“新时代高教40

条”），要求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课

程思政”已成为新时代振兴本科教育与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课程

思政”的教育理念，梳理历史逻辑，探讨当下改革

的制度诉求与行动路向，既是提升学理认识的内在

要求，也是推动实际工作的现实需要。

一、课程建构精神：“课程思政”的教育
理念

“课程”即为“学校课业的内容及其进程”，在

广义上涵盖了学校一切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活动。

“思政”乃是一种精神教化的形式，是将一定的价

值理念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为的教育活动，其核

心不在于知识传授与技能教育，而是精神素质的提

升。基于“课程思政”的理念，课程具有提升学生精

神素质的内在属性，课程是思政（培育精神）的“场

域”，这在精神向度上提供了课程理解的新范式。

第一，“课程思政”突出了课程建构精神的育

人内涵。由于认识来源以及知识性质的纷争，课程

育人具有多重内涵。源自亚里士多德、后经英国哲

学家形成的“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人

惟有在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中方可掌握知识，因而

学校课程应注重把前人创造的知识与技能传递给

学生，是谓课程建构知识以及课程建构技能。起自

柏拉图的“唯理论”认为，知识来自于人的内心世

界，教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把知识从已有的观念

中发掘出来，因而学校课程应充分关注学生理性认

知能力的发展，是谓课程建构理智。20世纪初，以

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试图调和这种二元对立

的分歧，把经验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提倡

“从做中学”的课程，结果并未能够终结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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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在泰勒理论兴起后，西方社会虽然逐渐淡化

了课程教育性的分歧与争论，进而转向热衷于课程

编制的方法和技术，但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管理”

与“目标控制”，“突出量化的手段和技术角度，使

得学习过程的处理过分强调经验客观、价值中立而

简单化”[1]，造成了课程只停留在“知识与技能”“过

程与方法”上，遮蔽了知识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

神意义，对于发挥课程育人的职责使命产生了消极

作用。当前，科技迅猛发展引发的功利主义和科学

主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消极作用。大学是传授给

学生专业技能，还是教育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理

解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教授是应该沉醉于学术还是

应该帮助学生成长？……面对这些迷茫与困顿，探

索“课程思政”的意义不容忽视。一方面，重提人文

主义传统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2015年11月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的理念转变》中重申，教育的宗旨不仅关系到收

获技能，形成完整人格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

作为推动教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

修身立德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立足点，学习是为了提

升自身修养，成就个人理想人格，这是谋划我国未

来教育改革必须珍视的文化资源。此二者表明，无

论课程建构知识、课程建构技能还是课程建构理

智，都无法涵盖课程育人理应保有深厚的文化价值

与精神意义。“课程思政”正是联系人的精神世界

进而寻求课程意义之维的深度理解：学校课程应当

首先满足学生精神成长的需要，而不是单单关注学

生理智能力的培养，或是仅仅注重知识和技能的传

递；围绕课程的教育活动在传递知识、培养能力之

外，必须要让年轻学生具备扎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

品格与价值观，这才是他们迎接未来挑战所需的关

键准备。这些可谓课程建构精神的核心内涵。

第二，“课程思政”提出了“以德为先”的课

程价值论。囿于学校教育的局限，课程面对知识

多方面价值目的必须作出选择。一般认为，课程价

值问题的探讨始于19世纪斯宾塞（H.Spencer）

关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思辨。不过，阿普尔

(M.W.Apple)在20世纪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的新辩题之后，课程抉择不再局限于课程自身属性

的价值客体，而是转向了课程“对谁有价值”的主

体反思，并被赋予了“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两

个基本的价值维度。对于前者，课程价值有着“知”

与“行”、“德”与“才”、“知识”与“信念”、“知

识”与“能力”的区分；对于后者，课程价值可以分

为促进政治认同、经济增长、文化传承、民族振兴

等不同的内涵。整体看来，课程价值并不纯粹源自

内在的客观属性，而是内在多重属性相对主体多样

需求的对应关系。“课程思政”正是基于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对这种对应关系的具体表达，即坚持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在个人价值上强调

知行合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社会价值上，重

点强调政治认同与文化传承，强调个人之德与社会

之德的统一。“课程思政”不仅体现出大学课程对

个体精神成长意义的追问，也表达出课程要对大学

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以遵循国家主流价

值观要求的精神旨归。这无疑切中了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不仅传承了我国立德修身的教

育传统，也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国家

目标、社会理想与个人修养，是个体成功、社会进步

与国家富强的统一，更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什么

的本质规定。进言之，“课程思政”体现出我国大学

课程坚持“立德树人”的主体性表达，实际上关涉大

学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是对课程

价值问题中国化的阐释。

第三，“课程思政”构建出“立德”“求知”相统

一的课程发展观。全国教育大会将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检验高校

教学工作成效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对照，“立德树

人”在实践中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将“立德”简单

地理解为向学生传授道德与价值观的知识；二是片

面追求学科知识的“客观、中立与价值无涉”，认为

学科课程应该在价值问题上采取消极的态度。前者

造成了高校德育课程单一的知识化倾向，因为“知

识本身并不意味着品德的形成和价值的养成”[2]，

德育知识化倾向背离了德育的本性，“是德育的自我

放逐、自我消解”[3]；后者遮蔽了学科知识所含蕴的

精神价值，割裂了“立德”与“求知”内在的有机联

系，造成了知识传播与价值引导的疏离。正因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

要发挥课堂教学的教育价值，各门课程都要“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促进思政理论课与高校各

类课程同向同行地发挥课程育人的协同效应。2017

教 学 虚 实 “课程思政”理念的历史逻辑、制度诉求与行动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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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中明确要求“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

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4]这说明，高校立德树人

不能偏废大学教育的知识论传统，不能忽视课堂教

学的主渠道作用。实施“课程思政”就是为了进一

步发挥课堂教学的教育价值，扭转重教书轻育人、

重智育轻德育、重科研轻教学的实践偏向，把课程

知识传授、学习与学生个体成长、价值引导结合起

来，将学生长远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

来。这不仅明确了我国高校课程建设的价值取向，

也明确了我国高校课程发展的现实路向，那就是大

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在

实现课程思想引领和知识传授相统一的基础上，实

现课程知识内含的价值观与国家意识形态同频共

振，并将整合各类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和教化功能成

为高校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由是观之，“课程思政”强调“课程建构精神”

是为了从精神层面寻求课程育人意义之维的理解：

在课程目标上突出课程价值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了

大学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在课程

内容上，提出了整合各类课程内涵的思政元素，实

现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在课程实施

上，提出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与教

学的实践探索方向。如此看来，“课程思政”所提出

“课程建构精神”的理论命题，实质是课程理论对

“立德树人”理念内涵地具体阐释，这是有中国特

色的课程价值论与课程发展观，对于指导我国高校

开展课程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学以进德：比较视野下“课程思政”
理念的历史逻辑

在西方语境下，课程建构精神可以理解为通过

课程学习联通知识与人的精神世界，通达个体德性

养成的路径。回溯历史，在知识与美德、知识与智

慧、知识与教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辨中，西方古典

德育教育理论开辟了一条“学以进德”的逻辑理路，

梳理这一逻辑的历史谱系，可以为课程知识学习收

获德性增长提供进一步理解的理论进路。

早期的“知识即美德”。“知识即美德”是西方

理智主义道德论的经典命题。理智主义道德论将道

德问题与知识以及理性相联系，坚持知识和理性在

道德行为中发挥指导作用。在其看来，本体论意义

上的德性是指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包含生命力的，

并依靠自身力量生产和发展的逻辑；内在的确定性

就是德性，一切善恶都是以认知为前提的，无知本

身就是一种道德缺陷，“没有人故意犯错，犯错误

都是无知造成的”[5]。既然知识为道德立法，知识也

就构成了辨别道德善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认知能

力，善恶无意义、道德也无根据。“知识即美德”将

德性归结为知识，将知识归结为理智，通过教化让

人获得知识与德性。因此，广义的德性是智慧与道

德的统一，西方伦理学一开始就具有了理智主义认

识论的立场，并积极致力于价值规范的理性建构。

中期的“因理性而信仰”。希腊理智主义认识

论被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所湮没，未能在中

世纪大学传承。不过在经院哲学的作用下，“因理性

而信仰”则成为中世纪大学的信条，并且投射到课

程领域。此时的大学课程主要是“文法神医”四科，

其中文科为基础学科，法、神、医为高级学科。文

科知识的课程以“自由七艺”为核心内容，语法、修

辞和逻辑组成“三科”，作为哲学思辨的基本工具
[6]（P54）；几何、代数、天文学和音乐组成“四艺”，本

意为“通向智慧的四条途径”[6]（P54）。无论“三科”还

是“四艺”，课程存在的意义都是为论证信仰做准

备。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法学与医学都是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但是中世纪大学的法学与医学课程却

远离法律实务和医学实践。法学课程主要传授宗教

法令，例如，13世纪以法学教学闻名于世的博洛尼

亚大学，其法学课程内容有“格拉蒂安教令”“教皇

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等教会法[6]（P57）；医学课程

也以宗教医学内容为主，让人感受上帝救治民众的

慈爱之心，12世纪以医学教育著名的萨莱诺大学的

学生们是绝不动手去做任何一例外科手术的[7]。在

“真理统一于上帝”的价值导引下，文、法、医等课

程都是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

一句“信仰寻求理解”，道明中世纪大学课程的目

的不在于获得经验世界的认识，而在于寻求理念世

界的信仰。

近代的“因科学而修养”。经过文艺复兴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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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革，古典课程逐渐在大学建制，“语言、历史

和文法知识成为大学课程的核心内容”[6]（P86）。为

了理解古代先贤思想的光辉理性，拥有古代先贤

的智慧与美德，“古典大学课程一度被誉为人的精

神体操”[8]。以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为起点，洪堡宣

扬“因科学而修养”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对现代大

学课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修养”是德国文化

中的特有概念，“其基本内涵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完

善和道德品质的发展”[9]。洪堡发现，探究科学的

过程本身就是很好地训练人的心智与提升修养的

途径，“科学”所内涵的理性探索精神天然地适用

于人的精神规训，是达到“修养”的有效途径。不

过从词源上说，洪堡所言的“科学”在德语中实为

“Wissenschaft”，意指系统化的知识，远比英语

中“Science”的含义更加广泛，并不是指现代意义

上、以实践和经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而是“古希腊

理性传统下的‘纯科学’，是不求实际功利目标的，

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新哲学’”[6]（P98）。因此，洪堡

所言“科学”实质上是无关功用、为科学而科学的

探索精神，通过科学探索，从而实现“科学”与“修

养”的价值联通。“科学”与“修养”成为19世纪德

国大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大学的

课程体系，也对当时其他国家大学的课程产生了示

范效应。

19世纪末，以牛津、剑桥相继设立自然科学知

识课程为标志，自然科学知识获得大学课程的合法

地位，大学形成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共存的局

面，并延续至今。虽然这两大类课程在认知方式上

存在着差异，“大学成为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

（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场所”[10]。但以追求自

然界客观因果规律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样会对

个体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意义关联。一方面，自

然科学探究中所涉及到的方法，如归纳法、观察法、

实验法等等也具有心智训练的功能。赫胥黎就曾认

为“自然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

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11]；另

一方面，师生在探究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气

质具有共同约束力。默顿在1942年提出了科学家的

四种制度性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

以及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用以约束科

学家有感情色调的价值和规范”[12]。齐曼更进一步

将其概括为：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

怀疑主义，这就是著名的“CUDOS”原则，构成了

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共识，在所有有志于从事科学

研究事业的个体内心深处产生了普遍意义的规约。

20世纪初，杜威更是直接表达了“学校中的道德教

育问题就是获得知识的问题”的论断，直言通过知

识学习获得道德与价值意义的学校德育路径[13]。

“学以进德”正是对西方知识道德论理论进路

的总结：将知识视作精神发育的种子，将学习看成

造就个体智慧与美德的路径。这也在提醒我们，教

育场域中的知识不单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符号表征，

“大学需要将高深知识转化为智慧，智慧涉及价值

和事实两个方面，当真正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按照

人类的需要组合起来并满足人们希望时，智慧就会

从知识的背后呈现出来”[14]。这就表明，大学课堂教

学不能止步高深知识，而是要通过坚持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相统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将课

程知识背后的“智慧与德性”呈现出来。就此而言，

“学以进德”与“课程思政”所倡导的理念具有内

在的相通之处，西方“学以进德”的理论传统与实

践经验可以为“课程思政”提供借鉴。

三、完善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课
程思政”的制度诉求

必须强调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思政”所

建构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精神，

是国家意志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精神呈现。“课程

思政”肩负着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直面高

校“立德树人”存在的问题，通过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评价等环节的制度性变革，构建“立德树

人”系统化落实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高校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首先，在课程目标上，坚持“五育并举”。世界

各国的课程研究基本都是先从中小学开始，大学课

程理论建设相对滞后，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基础

教育的课程改革对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

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给予了关注。2016年9月，

经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审议，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正式对外发布。该

体系从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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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方面厘定出中小学生应

具备的品格素养与关键能力，将“立什么德、树什

么人”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具体化阐述，这必将会对

中小学课程德育改革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就高等

教育而言，“课程思政”彰显出大学课程的核心也

应在于对价值层面的意义找寻，形塑正确的价值观

才是大学课程的本质意义。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

出，教育既是国之大计，更是党之大计，学校必须围

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形成“五育并举”的教育格局。这其中，

首先就是要加强德育，把德育放在课程育人工作的

首位，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有大爱大德

大情怀的人。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已经对高等

教育的培养目标增加了“社会责任感”的要求，“立

德树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责任感，增加培养

“社会责任感”的表述，与实施“课程思政”形成

了良好呼应，对于探索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德育

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

“大学课程不仅仅是追问其范围的解释之学，更是

规范人的价值之学”[15]。 

其次，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体系。思政元素本质上是精神元素，从内容上看

是国家对大学生必备精神素质的基本要求，从形

式上看则是精神教化的有效方式。探索课程思政

的实质不是增开一两门课程，而是要在内容和形式

两个方面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体系，这需要整体设

计高校的课程结构。其中，通识课程体系建设重在

“中国精神”的内容融入。一般而言，通识课程具有

“通识”“博雅”“全人”三方面功能，对于人格塑造

与德性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哈佛大学、斯坦

福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名校均高度重视通识课程

建设，近年来纷纷出台和实行新的通识课程方案，

在通识课程的认识与构架、组织与教学等方面进行

新的探索。在我国，大学通识课程除了让学生掌握

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之外，还需要按照“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原则，将课程扎根于自身历史传统，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为学生成长提供

精神指引。目前，上海高校普遍开设“中国系列课

程”，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为探索“课程

思政”提供了可贵的先行经验。当然，实施“课程思

政”也不能无视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的本质，专业课

程重在教化功能的隐性融入，发挥课程教学教书育

人的整体作用。这方面，上海的探索同样值得借鉴。

例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在《人体解剖学》中引导学生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医学责任意识的审视，在《中

药饮片鉴识》设计了进入社区宣教的实践内容，将

专业技能服务社会的职业价值观传递给学生[16]。这

些有益的尝试说明，“课程思政”取得实效的关键

在于立足专业课程自身特点，挖掘专业知识蕴藏的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激活专业课程内涵的教化功

能，将内隐的价值理念外化为师生教与学的行为表

现。整体而言，“课程思政”需要在尊重学生认知规

律和履行高等教育职责使命的基础上合理架构课

程结构，进一步平衡通才与专才、学术与价值、通识

与专业、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建设多重维度之间的关

系，加强交叉课程、综合课程、实践课程建设，统筹

推进课程育人，在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中探索构建支

撑“课程思政”的课程生态。

另外，在课程评价上，应纠正唯量化的偏向。

“课程思政”是立足于学生精神成长、在精神层面

揭示大学课程的育人价值，这对大学课程评价制度

的变革提出了新要求。目前，由于工具理性主导着

大学制度与管理，我国大学的课程评价制度还不完

善，评价体系也不健全。大学基本沿袭对课程实施

和效果客观性的评价，即使是高水平大学的课程亦

是以“那些更容易测量的维度来作为课程目标和进

行课程评价，对于课程在促进学生认知、情感和责

任感方面的发展，很多大学都不愿提及”[17]。学生的

精神成长以及价值观培育具有主观性和内隐性的特

点，片面推崇“唯量化”评价，可能会使得那些难以

量化的内容无法进入评价范围。实施“课程思政”，

需要将课程教学评价、学习效果评价从单一的专业

维度，向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等多维度延伸，综合

运用客观量化评价与主观效度检验，过程性评价与

终结性评价等多样的评价方式，细化对教师教学

活动的指导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测量。

建设“课程思政”涉及的制度问题广泛，还包

括课程实施的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教育部在《关

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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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设计与整体规划，并将深化

课程改革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脚点。由

此看来，立足于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进一

步推动高校制度与文化的深度变革，将立德树人

的总要求转换为具体的课程制度安排，这才是实施

“课程思政”更为深刻的制度诉求。

四、走向深度教学：“课程思政”的行动
路向

从课程建构知识、建构技能、建构理智再到课

程建构精神，“课程思政”的理念变革是深刻的。

通过课程制度变革完善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

“课程思政”的建设任务也是繁重的。这些都表明，

“课程思政”不能停留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必须走

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努力找准改革的发力点。课程

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提醒我们，“行动者是一个不可

遗忘、不可消除的因素”[18]。课程具有主体性建构

的特征，课程建构精神的理念只有注入师生行动者

的主动建构，对课程变革的推动作用才会更为真实。

“课程思政”必须真实地走进高校、走进课堂，转

化为师生的行动。正因如此，“课程思政”须将课堂

作为主要场所，师生作为改革的行动者，引导教师

转换教学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首先，转变教学思维。当前，高校教学为人诟病

最多的就是“重智轻德、单向灌输，教师育人意识

和能力有待加强”，可谓“表层教学思维”作用的结

果。表层教学思维仅仅将知识看成一种符号性的

存在和确定性的结果，将教学简化为标准化、程序

化的理智训练，固化为记忆、背诵等单向接受机械

训练。如果剔除知识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内涵，那么

教学所传递的知识必然只是一种冰冷的符号存在，

无法到达知识蕴涵文化意义与文化精神的内核，

课程建构精神的使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基于“课

程思政”的理念，课程知识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是

饱含德性意义与文化品格的知识。“课程思政”呼

唤“深度教学”，用以揭示课程知识所蕴含的文化

属性与文化精神，实现课程涵养学生精神成长的文

化价值。其实，赫尔巴特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教

育性教学”思想：“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不承认

‘无教育的教学’”[19]。他向我们阐明，教学必须要

形成德性的教育意义，通俗地说，将知识传递与品

德塑造相统一是教学的内在要求。现在的挑战是，

如何通过各类课程的课堂教学通达学生德性养成

的路径？这在实践中尚未形成成熟的经验。美国课

程理论专家多尔（W.E.Dol l）曾经指出知识达成

价值的三重结构路径：科学性（Science），叙事性

（Story）与精神性（Sprit）。科学性是基本要求，

要求揭示课程知识所隐藏的原理与思维方式；其次

进入叙事性要求，即注重课程过程中的经验参与和

情境依赖；最后是精神性要求，学生通过反思、感

悟与觉醒等意义建构的过程获得课程知识内隐的

精神和文化意义。多尔的三重结构不妨可为我们转

变教学思维提供进一步探索的指南。

其次，走向深度学习。能够产生精神意义的学习

一定发生在深度学习当中，这不仅是教与学一致性

的必然选择，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学习如果只发生

在知识的表层就难以达成德性养成的目的。深度学

习（Deep Learning）起源于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

能的研究，原本是指利用计算机对人脑抽象认知和

深层结构的模拟，借以优化人工智能处理复杂数据

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研究影响力的扩大，深度学

习概念在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并很快从教育技术领

域走向了学习理论，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在这方面，

加拿大学者艾根（K.Egan）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

在《深度学习》（Learning in Depth）一书中探讨

了深度学习的原则与路径，提出了深度学习的三个

标准：知识学习的充分广度(Sufficient Breadth)、

充分深度(Sufficient Depth)和充分关联度(Multi-

dimensional Richness and Ties)，以对应知识所

具有的符号表征、逻辑形式和意义系统的三个组成

部分[20]。艾根对教学活动与学习过程做出了新的阐

释：扩展知识学习的广度与深度，将深藏于知识的

表层符号和内在结构之下的道德与价值意义与学习

者的个人经验、生命体验建立深层关联，挖掘知识

所凝结的思想要素与德性涵养，通过转化促进学习

者个体的精神发育。艾根的深度学习理论可以为当

下开展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基本路向。

当然，广义的课程囊括了学校各类文化教育活

动，实施“课程思政”不仅意味着推动课堂教学改

革，还意味着开发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等

隐性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一切具有精神教化功能

教 学 虚 实 “课程思政”理念的历史逻辑、制度诉求与行动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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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政元素都应纳入“课程思政”行动的视野。如

此看来，“课程思政”的确是高校育人的系统工程，

如何将“课程思政”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发

展道路，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都还需要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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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oncep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stitutional Appeal and Action Orientation

  WU Xing  GU Jianmin

Abstract: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Curriculum” highlights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of the spirit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curriculum theory of "taking morality as the first" and the view of the unification 
of "morality" and "knowledge seeking”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concrete explanation of curriculum 
theory to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theory of knowledge morality opens up the logical way of learning by virtue, whic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moral and value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a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Curriculu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im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moral 
education.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it must regard classroom as the central place, rely on the active role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reform actors, guide teachers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in 
depth.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learning by virtue; 
deep-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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